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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
———剖析所谓 “债务陷阱外交”论

钟飞腾　张　帅

＊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０７）；张帅，北京交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２０１７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 本文受到２０１７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特
色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ＪＺＤ０３５）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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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 “债务陷阱

外交”描述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

量，中国给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

推出 “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

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 “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 “债务陷阱”的

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

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 “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

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

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 “债务陷阱

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

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 “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

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 “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

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

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

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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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 “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

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

“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债务可持续性 债务陷阱外交 双层博弈

地区环境 国内选举

从２０１５年起，西方媒体开始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出现一定程

度的债务偿还违约问题，如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① 对发展中国

家来说，由于缺乏资金以及管理水平较低，很容易出现债务偿还能力不足的

问题。国际舆论大肆炒作 “一带一路”中的债务问题，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

意为之的战略外交行为。早在２０１６年５月，美国 《外交事务》杂志就将中

国与斯里兰卡的合作视为中国有意使斯里兰卡背负沉重债务，以实现自身的

战略利益，并提出了 “中国 （债务）陷阱”的概念。② 这是将 “一带一路”

与 “债务陷阱”联系起来的最早表述。随着 “一带一路”的展开， “债务陷

阱”不仅被国际媒体越来越多地用于攻击 “一带一路”，也吸引了一些重要

国际智库和政府高官的关注。２０１７年１月，印度战略学者布雷厄姆·切拉尼

将中国与斯里兰卡就汉班托塔港债务问题进行的正常商务谈判视作中国的

“债务陷阱外交”，认为在 “一带一路”的包装下，中国正通过使东道国陷入

债务危机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③２０１８年３月，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发表题

为 《就债务视角审视 “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提出了８个有可能爆发债

务危机的 “一带一路”国家。④ 报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其中的观

点被各大媒体广泛转载， “债务”也被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媒体和部分政要

用于攻击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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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将 “一带一路”指责为 “债务陷阱”的说法进行了驳斥。

２０１８年６月，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中国企

业在沿线国家已经建设了７５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２５５亿美元，上

缴东道国的税费将近１７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将近２２万个”，用事实驳

斥了 “债务陷阱”言论。①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 “一带一路”带给东道

国的是有价值的资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注意对债务积累的控制，部分发

展中国家的债务是由复杂的历史原因积累的，将其归咎为 “一带一路”不符

合客观现实。②２０１９年３月 “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同样声明，“一带一路”建设是惠民 “馅饼”而非债务 “陷阱”。③

中外双方在 “一带一路”是否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的问题上分

歧明显。尽管中方做了大量准备，包括对 “一带一路”总效益评估、项目合

同、发展中国家债务等进行了深入阐述，但没有扭转国际舆论的研判。２０１９
年４月第二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后，境外舆论仍在继续大量发表有

关 “债务陷阱”的评论，并且频繁提到中国在 “一带一路”上的政治目标。④

极个别西方智库的报告提出了新的评估。例如，２０１９年４月，专注于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的美国荣鼎集团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

发布的报告显示，至少就非洲国家而言，中国并未战略性地使用贷款来实现

政治目标，相反中国与借贷国的债务谈判地位是相对平等的，中方尊重了所

在国的意见。但该研究也提醒，长期而言债务风险不可小觑，处理不好将影

响 “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⑤

客观而言，债务风险已经是 “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财政部发布了 《“一带一路”债

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表明中国政府已意识到 “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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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风险。① 印度学者也注意到，第二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强调债务可

持续性，并提醒印度政府重视中国发出的这一信号。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北京参加第二届 “一带一路”峰会时也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伙伴国提供其亟需的基础设施融资，但这些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投资也可能导致债务负担加剧。③ 作为一项以基础设

施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具有建设周期长的特点，

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出现债务偿还风险也并非不可能。中国作为沿线国家

的重要融资方，本身也被一些国际舆论警示有可能出现债务风险，中国企业

在海外建设中可能引发债务问题也值得重视。历史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拉丁

美洲不少国家曾因债务问题陷入 “失落的十年”，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债务问

题十分敏感，学术界曾从不同学科视角加以研究。④

不过，伴随 “一带一路”兴起的 “债务陷阱外交”论与通常所谓的 “债

务陷阱”不完全是一回事。２０１９年６月，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

于缺乏关于投资和融资条件的全面和一致的信息，评估 ‘一带一路’对各国

债务可持续性前景的影响面临重大挑战。”⑤ 该报告立足于不同模型对中长期

场景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其选择的４３个国家中有１２个国家未来４年将面临

更大的债务脆弱性，而模型设定的３０个国家中有１１个国家面临长期债务恶

化。不过，报告强调，中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对这些国家的债务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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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１６，Ｎｏ．２，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９３，ｐｐ．１１７－１７１；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Ｃａｐｒａｒｏ　ａｎｄ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Ｐｅｒｒｏｔｉｎｉ，“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Ｓｏｍ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７，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６２７－６５１．

Ｌｕｃａ　Ｂａｎｄｉｅｒａ　ａｎｄ　Ｖａｓｉｌｅｉｏｓ　Ｔｓ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８８９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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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ｄｅｂｔ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影响是有限的。① 也就是说，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拉美

真正爆发债务危机不同，如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面临债务风险，

谈不上地区范围的 “债务危机”，更不可能是 “债务陷阱”。需要我们重视的

是，鉴于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也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的重大实践，如果不厘清 “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关

系，这一波 “债务陷阱”论也可能对中国重新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关系

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在当前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强、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势

下，深入研究与 “一带一路”有关的话语传播机制，揭示债务问题的实质，

也有助于降低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为探究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 “债务陷阱”的实质，特别是 “债务陷

阱外交”论的生成机理，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回顾目前讨论

“债务陷阱”和 “债务陷阱外交”的相关文献，对其论点进行归纳整理。第

二部分重点从经济逻辑上阐述中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和贷款的基本模

式，并澄清 “债务危机”和 “债务陷阱”等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别。第三部分

在 “双层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分析 “债务陷阱”论的框架，本文

认为仅从经济学角度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债务危机还没有真正爆发之前， “一

带一路”被舆论塑造成 “债务陷阱”？与通常只是强调美国因素不同，本文

认为，东道国国内选举与地区政治环境是决定沿线国家是否将 “一带一路”

项目归为 “债务陷阱外交”的两个重要变量。第四部分则分别进行案例分析

和检验，重点选择第一部分涉及的国家，以此检验地区大国和东道国国内政

治的影响力。本文的梳理表明，几乎所有债务问题爆发的时刻均与东道国选

举政治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本文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地区大国对 “一带一

路”的三种不同态度———支持、排斥以及中立，对 “一带一路”项目的影响

有所不同，并影响到沿线国家的债务问题。第五部分为结论。总体而言，与

其说 “债务陷阱”是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个别国家表达的一种政治诉求。与

此同时，我们也应正视，不管沿线国家的债务是否因为 “一带一路”产生，

只要沿线国家存在债务偿还的风险，那么中国加大对 “一带一路”的投资和

建设，都将引发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新的担忧，需要中国在接下来推进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时加以重视。

４２

① Ｌｕｃａ　Ｂａｎｄｉｅｒａ　ａｎｄ　Ｖａｓｉｌｅｉｏｓ　Ｔｓ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８８９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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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 “债务陷阱”说与中国学者的回应

目前将 “一带一路”视为中国 “债务陷阱”的报道，较少从债务危机发

生与演变的一般机理入手分析 “一带一路”的债务问题，单纯认为 “一带一

路”诱发东道国公共债务增长，其关注点集中在中国为何有意使用债务作为

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手段。依照视角不同，我们大致可以将相关文献分为三

类：争霸论、战略论与国企论，中国学者就 “债务陷阱”的回应也大多围绕

这三点展开。

（一）争霸论：中美博弈与 “债务陷阱”

这类观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 “一带一路”视作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

战，认为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目的，意在团结更多的新

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战略性思维的支撑下，美方学者提出 “债务陷阱”是为

了阻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观点在美国有深厚的传

统，例如日本在拉美债务危机中的作用和角色曾是当时辩论的题目之一。

１９８２年墨西哥危机爆发时，巴西和墨西哥占第三世界债务的４３％，阿根廷、

委内瑞拉和智利合计占１４％。从债权国角度看，美国银行占拉美贷款的

４２％，而日本银行只占１０％。作为当时的崛起国，日本积极介入拉美债务危

机是挑战美国霸权的选择之一。①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２０１５年即认为，正是由于美国阻碍ＩＭＦ和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中国实力上升，才最终导致中国

不得不在现有的国际组织框架之外，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
（ＡＩＩＢ）、推动 “一带一路”等方式拓展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多为经济落后、治理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贸

易行为，可能无法得到回报，最终不得不像历史上的发达国家那样，对相关

国家可能的债务违约行为进行减免，但收益是中国将扩大影响力。② 美国方

面认为，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维护自身不断扩张的全球利益，

５２

①

②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Ｓｔａｌｌｉｎｇｓ，“Ｔｈｅ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Ｇｉａｎｔ：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０，ｐｐ．１－３０．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ｌｌａｒ，“Ｔｈｅ　ＡＩＩＢ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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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关键地区的介入能力、保障能源安全以及与美国竞争地区主导权等。①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的对立性进一步上升，这对美国的学

术研究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美国学界对 “一带一路”的认识出现了负面

化趋势。同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莱恩·哈斯认为，美国应该从中美两国竞争的

角度思考 “一带一路”中的 “债务陷阱”问题，以便对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博

弈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② 从中美对立的角度思考 “一带一路”，导致美国在

外交实践中甚至出现向 “一带一路”参与国制裁与施压的情况，不仅恶化了

相关国家的财政状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 “债务陷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

言。２０１８年７月，针对巴基斯坦出现的国际收支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虽

然表示，美国期待与巴基斯坦政府接触，但认为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贷款的

救助 “没有理由”，同时警告说，任何潜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基斯坦

新政府的救助都不应该提供资金来偿还中国的贷款。③ 美国政府的这一表态，

无疑会影响外界对巴基斯坦财政状况的判断，增加巴方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的难度。

（二）战略论：中国的战略诉求与 “债务陷阱外交”

与第一种观点主要从中美关系角度看待 “一带一路”有所不同，更广泛

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推进 “一带一路”时缺乏透明度，特别是从经济角度看无

法评估中国投资的回报，导致外界认为中国在进行 “一带一路”相关投资

时，主要是基于战略收益而非经济收益的考虑。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量的投

资有意流向信用评级不佳的国家，诱发相关国家债务负担水平上升，而这恰

恰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④ 这种观点把中国在推行 “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

正常的经济行为政治化，对其背后所谓的战略色彩进行过度解读。２０１７年１
月印度学者切拉尼的 “债务陷阱外交”，以及２０１８年５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

院发表的 《债务簿外交》（Ｄｅｂｔｂｏｏ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报告均属典型看法。⑤ 该报告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７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ｃｃ．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１７＿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ｐｄｆ．

Ｒｙａｎ　Ｈａｓ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８．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ｕｎｎ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ｗｄｅｒ，“Ｕ．Ｓ．’Ｐｏｍｐｅｏ　Ｗａｒ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Ｆ　Ｂａｉｌｏｕｒ　ｆｏｒ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ｔｈａｔ

Ａｉｄｓ　Ｃｈｉｎａ”，Ｒｅｕｔｅｒｓ，Ｊｕｌｙ　３０，２０１８．
Ｔａｎｎｅｒ　Ｇｒｅｅｒ，“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Ｏｎｅ　Ｂｉｇ　Ｍｉｓｔａｋ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２０１８．
Ｓａｍ　Ｐ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Ｃｈｅｆｉｔｚ， “Ｄｅｂｔｂｏｏ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Ｂｅｌｆ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ｙ　２４，２０１８；Ｈｅｌｅｎ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ｅｄ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ｂｔｂｏｏ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Ｍａｙ　１５，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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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的 “债务簿外交”利用债务实现其战略目标。有媒体透露， 《债

务薄外交》的内部版是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编制的，而公开版本的署名则是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两位研究生，两个版本最终都提交给了美

国国务院。①

从外交而不是商业角度分析中国对 “一带一路”的贷款颇具迷惑性。一

方面，中国政府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提出， “一带一路”是中国 “经济外交的顶

层设计”。② 另一方面，如果 “一带一路”是一种外交战略，那么经济不一定

是首要目标，更重要的将是外交目标，而评估外交目标则带有很强的主观价

值判断。正是在这种价值预判下，中国在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越

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的正常经济活动，不仅被西方舆论视为中国大

战略的一部分，部分研究甚至认为中国的相关战略构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中国通过对这些战略要地进行投资建设，不仅可以摆脱 “马六

甲困局”对自身经济和安全的潜在威胁，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印度洋地区，实

施 “珍珠链战略”对印度进行 “遏制”。在整个过程中，东道国拖欠中国的

债务规模越大，中国在谈判中获得的优势就越大，周边中小国家只能接受这

种不平等交易。③ 印度退役准将纳伦德·库马尔认为，中国在 “一带一路”

过程中充分掌握了主导权，并通过使一些经济脆弱的国家陷入 “债务陷阱”

的方式，向中国出卖主权。④ 美国国防大学青年学者吴志远则认为，中国通

过进出口银行等一系列国有银行，以及丝路基金与 ＡＩＩＢ等国际组织，向

“忠于”中国利益的国家分配贷款，甚至通过向一些国家发放 “无法偿还”

的贷款谋取他国政治精英的 “忠诚”。⑤ 第二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办之

后，《华尔街日报》在一则评论中指出，“真实政治目的并非债务陷阱，而是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Ｋｅｅｆｅ，“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ｂ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Ｌａ　Ｔｒｏｂ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ｙ　１８，２０１８．
习近平：《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８４页。
Ｊ．Ｍｏｈａｎ　Ｍａｌｉｋ，“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１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７；Ｍａｒｉａ　Ｔａｖｅｒｎｉｎ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ｂ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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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沿线国家建立高层次的关系，这有助于推进符合中国崛起需要的军事、外

交或者贸易联盟。从美国或者印度的战略视角看，这足以让人担心。”①

（三）国企论：“预算软约束”与政策性负担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广泛参与 “一带一路”项目是一个客观事实， “国有

企业”也在诸多研究和报道中成为攻击 “一带一路”的工具。此类论断的一

个共通点是，从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出发，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对 “一带一

路”倡议的参与加剧东道国的债务风险， “预算软约束”理论构成这一论点

的重要理论基础。

“预算软约束”理论由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提出，在社会主

义制度条件下，在国有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常常通过追加投资、增加贷

款、减少税收以及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弥补国有企业的亏损，维持其运营，

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也常常预期会得到国家的支持。② 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通

过贷款推进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时，立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 “预算软约

束”，认为参与 “一带一路”的中国国有企业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得廉价的资

金，对经营活动中的风险敏感度大幅降低，更易产生道德风险。正是政策性

银行提供的政府补贴，才导致参与 “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低估风险，甚至

扩大其海外投资规模。③ 因而，大量资金流向不具有商业价值的项目，部分

国家的债务风险随之上升。④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尽管许多外债

是私人部门借的商业贷款，但到头来都成为国家负债，由国家或全体国民来

承担其后果。⑤ 因此，即使在 “一带一路”中债务主体不是东道国政府，一

旦企业出现债务危机，政府 “置身事外”几无可能。就此而言，参与 “一带

一路”的中国企业债务确实存在转为东道国政府债务的可能。而且，中国国

有企业本身确实存在较为严重的债务负担。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中国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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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Ｔａｐｌｉｎ，“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ａｎ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Ｄｅｂｔ：Ｉ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ｍｉｎｇ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Ｄｅｂｔ－Ｔｒａｐ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ｙ　２，２０１９．

龚强、雷丽衡、袁燕：《政策性负担、规制俘获与食品安全》，《经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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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５，Ｎｏ．２，２０１７，ｐｐ．５２－７８．

Ｓｈｕ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Ｍｉｌｌｅｒ，“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Ｖｉｓｉｏｎ：Ｃｈｅａｐ　Ｆｕｎｄｓ，Ｈｅａｖｙ　Ｄｅｂｔ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ｉｓｋ”，Ｒｅｕｔｅｒｓ，Ｍａｙ　１５，２０１７．

樊纲：《论 “国家综合负债”———兼论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 《经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
期，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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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产负债率６４．７％，其中央企为６７．７％，地方国有企业为６２．３％。① 中

国国有企业本身的债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国有企业经营中存在

“预算软约束”和高道德风险的 “佐证”。

许多 “一带一路”项目往往被赋予重大政治意义，个别企业所承担的政

策性负担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负担对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有可能造成干

扰。如曾被认为是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高铁海外首单”的墨西哥高铁，如果

实施建设，几乎必然会导致中国企业亏损。② “预算软约束”和 “政策性负

担”是否在参与 “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中发挥影响，这一影响在多大程度

上对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产生干扰，以及目前出现的部分项目债务压力过大

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情况，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行业、级别的企业在大

型项目的审批、投融资和运营的不同环节都是不同的，不能因个别项目运营

困难就断定中国国有企业的介入会加剧东道国的债务负担，需要对不同项目

进行具体研究。与此同时，考虑到大型基础设施盈利周期长等问题，对其最

终影响有必要进行长周期跟踪研究。

（四）中国学者对 “债务陷阱”论的回应

虽然中国学者并不认可 “债务陷阱”的概念，但依然对 “债务陷阱”的

发展逻辑进行了阐释，从不同层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谢来辉从全球治

理的角度出发，认为 “一带一路”开展后，逐渐对现行全球治理模式形成冲

击，“债务陷阱”只是西方国家 “中国威胁论”的变种而已，但中国有必要

注意 “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以及与现有债务处理机制协调的问

题。③ 杨思灵则从南亚的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指出正是由于印度坚持权力政

治的逻辑思维，认为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进 “一带一路”是对其利益的损害，

才会一再制造 “债务陷阱”舆论，并在政治实践中对 “一带一路”的实施加

以干扰。④ 史泽华和储殷则从 “陷阱”理论本身和东道国的实际出发，认为

“债务陷阱”只不过是诸多针对中国的政治指责的最新发展。⑤ 张衡和王秋彬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全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
站，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２日。

赵坚：《高铁火热走出去的冷思考》，《中国交通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４日，第４版。
谢来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１期，第３９—４０页。
杨思灵、高会平：《“债务陷阱论”：印度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影响》，《南亚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第５５—８１页。
史泽华：《正确看待各种 “陷阱”论》，《红旗文摘》，２０１８年第１８期，第１１—１３页；储殷、

秦帅、马田甜：《“债务陷阱”论站不住脚》，《红旗文摘》，２０１８年第２３期，第３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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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与之相似，认为西方在报道 “债务陷阱”问题时，并没有从东道国债

务问题的实际出发，在忽视中国债务对东道国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片面夸

大了中国债务的负面影响。① 中国学者对斯里兰卡、菲律宾以及肯尼亚的个

案研究也表明，中国的投资均没有导致 “债务陷阱”。② 此外，对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企业 （国有和非国

有）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间的投资并没有导致东道国政府中止项目的风险上

升。③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指出，尽管 “一带一路”在项目透明度等问题上

有待改进，但均不承认 “债务陷阱”的存在，认为这是外界对中国崛起敌视

态度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普遍认为 “第三方”因素对 “债务陷阱”概念

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发展中国家曾多次

遭受债务危机冲击，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曾在债务后续治理中发挥重大作用，

并借此谋求自身利益，如美国在１９８２年拉美债务危机和１９９４年墨西哥债务

危机的救援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前者更成为美国提炼 “华盛顿共识”的试

验场。④ 此次 “一带一路”债务问题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继传统发

达国家之后，在全球债务积累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资本流动模式

与当下国际权力运行模式出现背离，可能导致中国的发展经验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接受。因而，“债务陷阱”论是各方对中国崛起的政治忧虑，这在 “债

务陷阱外交”论的发展机制中得以充分体现。

０３

①

②

③

④

张衡：《中国致非洲陷 “债务陷阱”论可以休矣》，中国财经报网，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１日；王秋
彬：《一带一路 “债务陷阱论”实质是制造舆论陷阱》，中国社会科学网，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４日。

宋颖慧、王瑟、赵亮：《“中国债务陷阱论”剖析———以斯里兰卡政府债务问题为视角》，《现
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９页；李金明：《“一带一路”建设与菲律宾 “大建特建”规划
———对 “债务陷阱论”的反驳》，《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７页；陈甬军、李雅洁、佘
天诚：《“一带一路”建设中合作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基于对肯尼亚债务风险的评估风险》，《价
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３０—３４页。

金刚、沈坤荣： 《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
阱》，《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７９—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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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融资模式与 “一带一路”
债务问题的复杂性

　　与历史上频繁爆发债务危机，因而研究债务危机的文献汗牛充栋不同，

学术界较少使用 “债务陷阱”描述债务危机，而 “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更

是罕见。① 学术界之所以重视债务危机，很大原因在于历史上债务违约是常

态，而连续债务违约将造成连续性的金融危机。② 主权债务经济学的研究也

进一步表明，债务重组不仅伴随着巨大的债务损失 （通常在３０％以上），而

且重组时间平均长达８年。③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所谓 “战略性债务”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ｂｔ），用于描述美国利用美元霸权长期维持赤字的政策。④ 仅从债

务规模而言，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债务国，２０１７年占全球债务额的

３１．８％。⑤ 虽然分析家普遍认为美国不太会完全偿还主权债务，但很多国家

依然只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因此，美国的债务风险具有特殊性，不同于一

般的债务危机现象。

学术界衡量债务脆弱性的基本指标是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另一个指标是

出口占债务的比重。世界银行在近期出版的 《“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中

提出，如果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 （ＰＰＧ）超过 ＧＤＰ　５０％的指示性阈值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意味着债务脆弱性比较严重，需要严格审查相关贷

款。⑥ＩＭＦ在２００２年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出４０％的门槛值，对于负债率低于这

一水平的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或调整的可能性约为２％—５％，负债率高于此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正如前文所述，最近一两年才出现 “债务陷阱外交”这个概念。有研究指出，使用这一概念
的研究人员其实也是以前使用 “新殖民主义”概念的一批人。参见 Ｎａｔｈａｎａｌ　Ｔ．Ｎｉａｍｂｉ，“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Ｄｅｂｔｂｏｏ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Ｏｐ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９，Ｎｏ．１，２０１９，ｐｐ．２２０－２４２。

Ｃａｒｍｅｎ　Ｍ．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Ｒｏｇｏｆｆ，“Ｆｒｏ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ａｓｈ　ｔｏ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５，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ｐｐ．１６７６－１７０６．

Ｍａｒｋ　Ａｇｕｉａ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ｅｌ　Ａｍａｄｏ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ｉｎ　Ｇｉｔａ　Ｇｏｐｉｎａｔｈ，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ｏｇｏｆｆ，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４，ｐｐ．６４７－６８７．

Ｃａｒｌａ　Ｎｏｒｒｌ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ｂｔ”，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４１，Ｎｏ．２，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ｐｐ．４１１－４３５．

Ｊｅｆｆ　Ｄｅｓｊａｒｄｉｎｓ，“＄６３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ｂｔ　ｉｎ　Ｏｎ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２０１９，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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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国家，概率上升为１５％—２０％左右。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拉美危机爆

发时，有学者曾比较过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债务占ＧＤＰ比重，尽管拉美是当时

全球最大的负债地区，债务占ＧＤＰ比重为５８％，而非洲则达到了６２％，非

洲据此被认为陷入 “债务陷阱”。非洲债务占出口的比重从１９７４年的５１．２％
上升至１９８１年的１１０．２％，到１９８３年有可能达到３３３％。② 对后一个指标而

言，现行国际标准是１５０％。不过，杰弗里·萨克斯在很多年前即指出，这

一标准也不完全准确，研判重债穷国的债务削减任务，应根据明确的发展目

标，系统评估每个国家对债务削减和增加外国援助的需求。③ 萨克斯还提出

一个研判债务危机发展为 “债务陷阱”的初步指标———经济增长率长期下

降。１９７５—１９９６年，在５９个需要对其债务进行重组的国家中，有３９个国家

长期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仅未能重建可行的债务状况，也没能实现经济

持续增长，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０．３％，而脱离 “债务陷阱”的

经济体年均增长率达到４％。④ 可见，“债务陷阱”用于描述债务国的经济由

于遭受沉重债务负担而长期陷入停滞状态。但在整个过程中，即使以国际通

行的标准看，“债务陷阱”也是有着较高门槛的一种现象，更需要对债务国

的经济活动进行长周期观察才能加以判断，而不是像很多批评 “一带一路”

的人士想得那样简单。

除上述两个指标之外，不同类型国家的债务结构也是影响债务风险的因

素之一。巴里·艾肯格林等人近期的研究表明，主权债务由来已久，但不同

国家集团的债务结构差异较大。１９００—２０１５年，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占 ＧＤＰ
之比平均达到６３％，但以本币计价的中长期债务平均占发达国家债务总额的

近四分之三。同一时期，２０国集团中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占ＧＤＰ之比为３７％，

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飙升至１００％多。由于外币债务在新兴经济体中占比显

著高于发达经济体，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平均占比达到４６％，因而就债务构成而

２３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Ｇｅｉｔｈｅｒ，Ｍａｙ　２８，２００２，ｐｐ．４２－５３．需要注意的是，ＩＭＦ也强
调，超过４０％并不意味着一定发生债务危机，从实际发生案例看，负债率超过４０％的案例中有８０％
未曾发生过债务危机。而且ＩＭＦ也指出，“债务危机”这个概念并不容易进行定义，很大程度上可以
说ＩＭＦ提出的这个比重是一个经验判断。

Ｔｒｅｖｏｒ　Ｗ．Ｐａｒｆｉｔ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Ｒｉｌｅｙ，“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Ｔｒａｐ：Ｗｈｉｃｈ　Ｗａｙ　Ｏｕｔ？”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１９８６，ｐ．５２０．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Ｓａｃｈｓ，“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Ｎｏ．１，２００２，ｐ．２７７．

Ｉｂｉｄ．，ｐ．２７３．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

言，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风险更高一些。１９２６—２０１５年，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占

ＧＤＰ之比平均为３８％，但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曾高达１４７％。① “一带一路”的

投资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国家，也涉及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但无论怎样

看，以过去一百年全球的债务占比水平衡量，目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平均债务水平并不突兀。

近期世行的相关研究也表明， “一带一路”的债务风险是可控的。在

《“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中，世行指出，能源和运输行业占 “一带一路”

总投资的７１％。预计三分之二的资金将提供给东亚和太平洋、欧洲和中亚国

家，其余的主要用于南亚、中东和北非，只有２％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几

乎所有预期的资金都将提供给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只有１％流向低收入国

家，１１％流向高收入经济体。② 这意味着如果债务危机爆发，那么也主要在

中等收入国家，而不是最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数据表明，平均而言，目前

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负担仍然适中。２０１８年底，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占国民

收入的比重为２６％，比上一年提高了１个百分点，但外债占出口收入的比重

略有改善，下降至１０１％。而且，平均而言，２０１８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存

量增长５．２％，约为２０１７年增量的一半。③ 世界银行工作论文显示，基于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计划或正在建设的 “一带一路”项目的评估，中国对沿线国家

的投资高度集中，６６％的投资集中于七个国家，其中俄罗斯、巴基斯坦、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国占总投资的５０％。目前来看，债务总体是可控的，

因为世行所谓债务脆弱性，基本上是指来自 “一带一路”的ＰＰＧ债务占ＧＤＰ
比例超过５％，而且只有极个别国家超过了２０％。世行对此的建议是，未来

的研究应该跟踪债务和非债务融资的实际形式，并进行国别分析，以确定

“一带一路”投资、合同安排与融资等对债务可持续性和财务风险的影响。④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在 “一带一路”的投资并非平均分布，采取的融资

方式具有多样性，加上债务问题本身的复杂性，都决定了单纯将 “一带一

路”视作中国的 “债务陷阱”是有违事实的。

３３

①

②

③

④

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Ａｓｍａａ　Ｅｌ－Ｇａｎａｉｎｙ，Ｒｕｉ　Ｅｓｔｅｖｅｓ，ａｎｄ　Ｋｒｉｓ　Ｊａｍｅｓ　Ｍ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ｇ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５４９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ｐ．４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２０，ｐｐ．３－４．
Ｌｕｃａ　Ｂａｎｄｉｅｒａ　ａｎｄ　Ｖａｓｉｌｅｉｏｓ　Ｔｓ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ｐｐ．１０，１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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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的多种融资模式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项重要考虑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

施水平，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处理与之相关的

债务问题也有一套做法。把中国当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手，认为中国政府

意识不到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部分项目可能存在债务问题，这既不客

观也失之简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兴起的发展中大国，对于发展中国

家在发展基础设施中的债务风险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鉴于传统上发展中国

家存在储蓄缺口、外汇缺口等 “双缺口”现象，中国考虑到沿线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的事实，在融资方面依据中方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度

安排。

首先，中国对 “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贷款的发放遵循正常的商业流程，

且照顾东道国的发展需求，条件并不苛刻。以中国向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提

供的贷款为例，２００７年中国向汉班托塔港第一阶段建设提供的商业贷款利率

为６．３％，其时斯里兰卡正在进行内战，中国的贷款条件与国际同类商业贷

款相比依然具有一定的优惠，而且中国向汉班托塔港的第二阶段建设工程提

供的贷款利率为２％，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的贷款中有７７％都享受这一优惠

利率。① 本文整理资料显示，中国向 “一带一路”东道国提供的贷款利率普

遍在２％—３％之间，且多为２０年的长期贷款，并有相应的延期规定。② 这符

合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回报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短期内并不会使东

道国背负较为沉重的偿债负担。目前出现债务问题的 “一带一路”东道国如

果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由于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利率大都在４％—

８％之间，吉布提甚至达到了９％。③ 部分国际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将中国的

贷款利率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 （ＯＤＡ）利率进行比较，而后者的利率普遍

在１％以下，以此认为中国提供的贷款对东道国造成了负担。但ＯＤＡ是政府

援助，将其与商业贷款利率相比缺乏合理性。而且，考虑到汇率变化，日本

４３

①

②

③

宋颖慧、王瑟、赵亮：《“中国债务陷阱论”剖析———以斯里兰卡政府债务问题为视角》，第５
页；《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问题的真相》，北京周报网，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世行认为，中国给低收入国家的贷款时长约为２０年，宽限期为６年，给新兴市场的一般在
１２—１８年，宽限期在３—５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固定利率一般在２％，比较稳定，而可变利率从３％
上升至４％左右。Ｌｕｃａ　Ｂａｎｄｉｅｒａ　ａｎｄ　Ｖａｓｉｌｅｉｏｓ　Ｔｓ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ｐ．４２．

Ｊｏｅ　Ｂａｖｉ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Ｄｅｓｐｉｔｅ　Ｄｅｂｔ　Ｗｏｅｓ，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ｉｌｌ　Ｓｅ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Ｂｅｓｔ　Ｂｅｔ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Ｒｅｕｔｅｒｓ，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２０１８；《“一带一路”基建投资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中国经营网，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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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力机构给一些国家的日元贷款折合成美元的话，名义利率将从０．８％
上升为２．７％。①

中国在 “一带一路”推广过程中坚持商业原则，既是从自身实际能力出

发，不承担超出国力的义务，也与援助本身难以从根本上促进受援国经济发

展有关。研究证明，国际援助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人口等方面

作用相对有限，只有在受援国本身具有良好发展态势时才能发挥积极效果。

而且，很多时候援助并未进入最需要的贫穷地区，而是被东道国利益集团捕

获，进入了相对富裕的地区。② 针对小型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借贷行为的微

观层次研究也表明，在不改变发展环境的情况下，单纯向经济体提供一次性

资金支持和技能培训无法改变经济体对高利率贷款的依赖，从而陷入事实上

的债务危机。③

其次，对于确实出现偿债困难的国家，如斯里兰卡、委内瑞拉、蒙古国

等，中国也愿意根据实际情况，与东道国就利率和具体还款事项进行协商，

而非利用经济压力谋求所谓的战略利益。④ 如 “一带一路”是 “债务陷阱”，

中国政府最合理的选择是促使东道国始终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但在实践

中，中国政府往往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大致采取以下几种措施缓解东

道国的债务压力：第一种，“债转股”。该处理方式往往围绕具体的大型基础

设施项目展开，东道国通过向中国转移基础设施运营权或股份的方式，获取

新的贷款或债务减免，中国与斯里兰卡在汉班托塔港问题上的协商是这方面

的代表。２０１６年４月中旬，中斯两国就双边债务问题进行协商。外交部发言

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对于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提出 “希望通过

５３

①

②

③

④

李金明：《“一带一路”建设与菲律宾 “大建特建”规划———对 “债务陷阱论”的反驳》，第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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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的方式来偿还贷款”，中斯 “双方也在探讨一些具体的合作方式”。①

在中斯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斯里兰卡表示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斯里兰卡

投资，中国则鼓励中国金融机构为斯里兰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②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９日，中国招商局港口获得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为期９９年的特

许经营权，并承诺向其陆续投资１１．２亿美元。据悉，中斯双方将成立两家

合资公司，汉班托塔国际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和汉班托塔国际港口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将在这两家新公司中分别占股８５％和

４９．３％，斯里兰卡港务局分别占股１５％和５０．７％，中资在两家合资公司中

的总占股比例将达到７０％，１０年后双方将逐步调整股权比例，最终调整为

各占５０％。③ 从当时新华社的报道来看，该协议首先由斯里兰卡内阁批准，

但报道中并未提及斯里兰卡议会是否如期批准。这份协议中的 “９９年”被国

际媒体广泛报道，引发了极为负面的效果，而协议中强调的１０年后调整为

各占５０％的内容却没有引起重视。并且，很多国外报道均不重视招商局集团

承诺的１１．２亿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斯里兰卡政府公布的数据显

示，２０１７年斯里兰卡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１６．３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投

资约占３５％，中国成为斯里兰卡当年外国直接投资最大来源国。④

第二种，国际多边方案。在这种类型的救援方案中，中国只是国际多边

行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往往有多边国际组织参与其中，蒙古是这一方式

的代表。蒙古由于产业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矿产品出口，２０１２年后，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波动低迷，蒙古出现债务违约风险。在各方协调努力下，２０１７年

５月，中日韩与ＩＭＦ、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等国际组织，与蒙古达成总额

５５亿美元的融资方案，缓解蒙古的债务压力，以便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

条件。⑤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１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４月１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０
日，第３版。

《斯里兰卡内阁批准斯中就汉班托塔港签署特许经营协议》，新华社，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５日；《招
商港口局正式入股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新华社，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中国与斯里兰卡正式签署汉
班托塔港特许经营协议》，新华社，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９日；文少彪：《新时期中国参与斯里兰卡港口建设
探析》，《当代世界》，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６７页。

朱瑞卿、唐璐：《中国去年成为斯里兰卡外资最大来源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第２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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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３１，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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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通过与东道国协调，中国适度调整原贷款协定安排，以委内瑞

拉和马来西亚为代表。２０１６年，为缓解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中国与委内瑞

拉对贷款的相关协议进行了修改，允许委内瑞拉在２０１８年之前只偿还贷款

的利息，委内瑞拉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米格尔·佩雷斯对此表示，各方面

条件都得到了改善，这将为委内瑞拉提供重要的 “氧气”。①２０１８年５月，马

哈蒂尔就任马来西亚总理后，以债务负担过重为由取消了东海岸铁路项目。

经过中马双方协调，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２日，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

示在缩减三分之一建设成本后，将恢复东海岸铁路项目。②

中国在 “一带一路”项目的债务发放与重新安排等问题上，态度积极，

且充分尊重东道国的权利，甚至愿与 “第三方”共同处理东道国债务问题，

而非谋求垄断整个过程的话语权。因而， “债务”从未成为中国谋求战略利

益的 “杠杆”。中国政府认为 “债务陷阱”是个伪命题，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提供的有关贷款从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③ 认为相关言论是 “不负

责任的”与 “别有用心的”。④ 为彰显中国的外交理念，加快推进 “一带一

路”建设，甚至出现中国对沿线国家作出重大让步的现象。在斯里兰卡和马

来西亚的事例中，在一定程度上是东道国利用已经部分完工项目 “要挟”中

国，东道国在工程与贷款条款的重新安排等问题上始终握有相当的主动权，

相反中国的合理利益却缺乏相应的保障，为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中国不得

不进行 “单边转移支付”。⑤

（二）债务问题的复杂性

利用 “债务陷阱”说法指责中国，显然没有理解债务累积的复杂性，以

及债务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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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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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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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中方提供的有关贷款从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新华网，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
日。

《汉班托塔港式 “债务陷阱”？外交部：有关媒体不要热衷于假新闻》，人民网，２０１８年７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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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恢复东铁项目的时机》，ＢＢＣ中文网，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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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缺乏资金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特

征。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均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能发展起来，是因

为欠缺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因而需要借贷或者引进外资。另一方

面，发展中国家在规划发展战略时，其理念和能力较弱，因而难免在适度债

务规模以及偿债能力判断上失误，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债务危机。随着研究的

深化，人们也越来越了解到，债务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债务累积的成因

等都十分复杂，不同的国家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个国家对待债务也有

不同的态度，这也是各方在确定 “债务陷阱”门槛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大的重

要原因之一。

首先，债务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二战后，大量发展中

国家之所以未能从全球体系的边缘进入核心，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工业后期外

部资金供应的断裂，借贷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筹资方式，而且与对外直接投

资 （ＦＤＩ）相比，债务资金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灵活度。① 若政府单纯追求

财政平衡，一味实行紧缩政策以削减债务，对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作用

将超过收益。② 相反，如果政府能够合理使用债务，那么债务积累与经济增

长之间就呈现出长期的正相关性。③ 政府的债务规模自然不可以无限增长，

目前经济学的主流观点是，债务积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倒 “Ｕ”型，

由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产业结构甚至计算模型与数据选择等原因都会得

出不同的 “拐点”。④ 具体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发展经验

都表明，在经济起飞阶段，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适度超前”

８３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Ｆｉｓｃｈｅｒ，“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Ｂｒａｚｉｌ”，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４１，Ｎｏ．１２，
２０１８，ｐｐ．３３５９－３３７８．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ｔ：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Ｉ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Ｊｕｎｅ　３，２０１５．
Ｔａｊｕｄｅｅｎ　Ｅｇｂｅ　Ｔｕｎｄｅ，“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Ｎｏ．６，２０１２，ｐ．１０５；Ｓａｍｉ　Ａｌ　Ｋｈａｒｕｓｉ　ａｎｄ　Ｍｂａｈ
Ｓｔｅｌｌａ　Ａｄａ，“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ｐ．１１５４．

有关 “债务”积累与国家经济发展呈现非线性观点的经典文献，参见Ｃａｒｍｅｎ　Ｍ．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Ｒｏｇｏｆｆ，“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ｅｂ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２，２０１０，

ｐｐ．５７３－５７８；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Ｃｈｅｃｈｅｒｉｔａ－Ｗｅｓｔｐｈ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Ｒｏｔｈｅｒ，“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ｂ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Ａｒｅ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Ｎｏ．７，２０１２，ｐｐ．１３９２－１４０５；Ｊａｅｊｏｏｎ　Ｗｏｏ　ａｎｄ　Ｍａｎｍｏｈａｎ　Ｓ．Ｋｕｍａｒ，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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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的。① 当下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而诸如铁路这样的交通基础设施具有 “密度经济”和 “网络经济”特性，通

过与更大的经济时空和交通网络连接，其经济溢出效益会得到明显提升。②

以 “债务陷阱”论中 “引用率”最高的汉班托塔港为例， 《纽约时报》以

２０１２年该港口仅吸引了３４艘船只来证明该港口的建设是无用的。③ 但２０１７
年底汉班托塔国际港口集团 （ＨＩＰＧ）接手运营之后，汉班托塔港的运营效

率与经济产出大为改善。２０１８年，汉港全年货物吞吐量增长了１．６倍，挂靠

作业船舶３５７艘次，中转货量增长超过６０％，而且整个港口九成以上是斯方

员工，直接、间接创造就业机会超过２９００个。④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

越多的第三方也开始加入到 “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２０１９年３月，一家总

部位于新加坡的公司和阿曼政府已承诺在中国控制的港口旁边建造一座价值

３９亿美元的炼油厂，这将成为斯里兰卡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国投资。⑤ 类似事

例还很多，２０１９年１月，沙特能源大臣哈立德·法利赫宣布要在巴基斯坦的

瓜达尔港投资１００亿美元建立炼油厂。⑥ “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和贷款，正

在转化为东道国工业化的助力。

其次，债务规模扩大的原因复杂多样。在全球化时代，简单地将东道国

债务总量增加归咎于 “一带一路”，严重忽视了国际大环境变化的影响。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拉美国家之所以债务规模快速上升，甚至爆发债务危机，

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欧美等发达国家的 “经济滞涨”，以及随后的紧

缩政策有关。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东南亚国家债务积累速度加快，明显受

到当时各界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盲目乐观、自身监管不力以及国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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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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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一江：《关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总量规模的几点认识》， 《综合运输》，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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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①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ＩＭＦ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显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不同发展阶段的１３８个国家的公共债务／ＧＤＰ均有明显增

长，而且４７个国家的增长率在５０％以上。② 这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各国普遍缺乏经济增长支撑点的结果。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

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债务驱动的结果，不仅政府债务，公司债务和家庭债

务水平都有明显增长。③ 全球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负债水平总体上升趋势明

显，中美日三国的债务总额占全球负债总额的５０％以上，远高于其 ＧＤＰ占

比，只是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由于内部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财政管理水平低

下、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等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显得尤为脆弱。④２０１５年３月

博鳌亚洲论坛发布行动与愿景规划文件，标志着 “一带一路”大规模展开。

因此，中国在推行 “一带一路”过程中的借贷行为，只是中低收入国家进入

借贷增长周期的结果，而非原因。世界银行２０１９年６月发布的有关 “一带

一路”的研究报告也承认，部分东道国债务承受能力恶化在加入 “一带一

路”之前就已经出现。⑤ 考虑到中国的借贷资金大都流入生产性领域，且多

为长期贷款，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对ＦＤＩ的替代，这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公

共债务主要流向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领域发挥再分配功能不同。⑥

长期来看，“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有助于改变东道国的经济环境，降低

其经济发展对外部贷款的依赖。截至目前，对 “一带一路”东道国债务问题

发展方向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是中国，而是美联储是否降息，由于进入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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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以后１０年期美债收益率在２％上下浮动，美联储的下一步反应将在相

当程度上影响国际信贷市场的成本。① 随着全球经济可能再次步入低利率时

代，政府通过借贷的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可能会日益有利可图。② 如果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能借此良机充分利用廉价资本，大幅度改善基础设施，那么

不仅可以有效增强国内发展能力，还会进一步形成与 “一带一路”的良性

互动。

三、理解 “一带一路”与 “债务陷阱外交”
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中国在 “一带一路”制造 “债务陷阱”的说法并

不成立，而理论上，只有使东道国持续承受 “一带一路”债务带来的压力

时，中国才有可能利用债务问题谋求自身利益，实施所谓的 “债务陷阱外

交”。但客观而言，以债务问题为由头的 “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却很兴盛，

其中印度的鼓吹作用特别明显。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 “债务陷阱”以及由

此引发的争议更多时候并非一个经济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

题，国际国内政治因素不容忽视。③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债务问题，传统

上集中在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国际体系，例如米尔斯·凯勒１９８５年发表在

《国际组织》上的文章 《政治与国际债务》；④ 第二种侧重于国内层次的研

究，例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阿尔伯特·艾莱斯那、托斯顿·佩尔松等人

沿着实证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从政府更替 （时间不一致性）讨论不同政府

１４

①

②

③

④

关于美联储降息以及美联储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ｏｒｒｉ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　ａ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ｉｇｈｔ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Ｄａｌｌ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ｐｄａｔ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２０１８，ｐｐ．１－２；Ｄａｖｉｄ　Ｂｅｃｋｗ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ｒｏｗ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ａ　Ｂａｎｋ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ｐｐ．５５－１２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Ｄａｒｋｅｎｉｎｇ　Ｓｋ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ｐ．９．

对 “一带一路”研究文献进行的分析表明，对 “一带一路”的研究已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学学
科，需要和正在逐步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参考钟飞腾：《新型全球化与 “一带一路”研究范式的
兴起》，《晋阳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７８—９２页；李向阳：《“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评估》，《经
济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Ｍｉｌｅｓ　Ｋａｈｌ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ｐｐ．３５７－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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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债规模。① 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一带一路”沿线个别国家的确已经发

生债务危机，但能否归结为 “一带一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需要进

行国别层次的分析和论证。更为重要的是，在 “一带一路”并没有导致普遍

性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经济层面的 “债务陷阱”时，

“债务陷阱外交”论却在扩散。受上述文献启发，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挖

掘政治因素在 “债务陷阱外交”说法流行中的影响力。

中国政府将 “一带一路”界定为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而国际合作

具有典型的双层博弈特征。双层博弈模型最初由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

南于１９８８年在 《外交和国内政治：双层次博弈的逻辑》一文中提出，他认

为若要达成国家间合作，政府不仅要在国际层面进行谈判，为推动谈判结果

在国内通过，同样需要在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谋求平衡。② 与以往类似研

究相比，该文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打开了国家这个 “黑匣子”，将

政府进行国际互动时策略与利益形成的机制呈现出来。在此之前国际关系在

研究国家合作问题时，更多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单一行为体的假

设出发，忽略了国内政治对政府国际行为的影响。如同样是研究国际合作问

题，罗伯特·基欧汉主要从 “互惠”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角度讨论无政府状态下国

家之间的合作与国际制度问题，但基欧汉也指出， “什么样的策略与制度环

境更有益于国际合作需要进一步思考”。③ 其次，奠定了此后双层博弈论的研

究框架。帕特南的 “双层博弈”模型，解释政府的国内博弈如何影响其在国

际谈判时的表现，并偏重政府与国内利益集团互动对其国际行为的影响，他

认为政府在进行国际谈判时层次性更为复杂，且不同层次之间的影响机理远

比文中呈现更为复杂。自 “双层博弈”模型提出之后，沿着这一思路的研究

出现了以下几种趋势：第一，研究议题已经从单纯的国际 “谈判”向更多形

式的国际互动发展；第二，研究主体不仅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大

量的国际组织如欧盟、北约等也进入研究视线，盟友或国际组织的作用也相

２４

①

②

③

Ｔｏｒｓｔｅｎ　Ｐｅ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ｒｓ　Ｅ．Ｏ．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Ｗｈｙ　ａ　Ｓｔｕｂｂｏｒ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Ｗｏｕｌｄ　Ｒｕｎ　ａ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２，Ｍａｙ
１９８９，ｐｐ．３２５－３４５；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ｏ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ｂｔ　ｉｎ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７，Ｎｏ．３，Ｊｕｌｙ　１９９０，ｐｐ．４０３－４１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Ｐｕｔｎａｍ，“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２，Ｎｏ．３，１９８８，ｐｐ．４２７－４６０．该文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
系的认识，是迄今国际关系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文献。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１９８６，ｐｐ．１－２７．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

应开始显现；第三，双层博弈论向多层次、互动博弈发展，涉及的议题几乎

全方位覆盖国际关系研究，甚至不乏对债务谈判的研究。①

目前 “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７０％左右都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 “债务

陷阱外交”与其说指向债务，不如说是部分政治行为体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的担忧，因而某些国家对于推进 “一带一路”这样的国际合作欠缺动力，甚

至希望阻止 “一带一路”的发展。大型基础设施，尤其是涉及多国利益的重

要的跨国交通基础设施，国家围绕相关基础设施控制权的博弈，往往成为双

层博弈论研究的经典案例。帕特南在 《外交和国内政治：双层次博弈的逻

辑》一文中，就曾将美国在 《巴拿马运河条约》谈判中的表现作为案例。针

对１９５６年英国政府忽视国内民意执意武装干涉苏伊士运河危机，有研究认

为，在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复杂程度可能远高于双层博弈论的展

示。②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国家建设本身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因而，

也有少量研究尝试从国家建设角度，应用双层博弈论研究基础设施建设问

题。③ 但不难发现，将双层博弈应用于分析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为数甚少，

而且更少关注基础设施修建对于行为体在各个层次互动模式变动的影响，正

如上文指出的，大型跨国基础设施的修建，带动了不同层次经济要素的流

动，会打破既有的利益与力量均衡，进而影响各方的利益偏好，这也就意味

着政府需要在不同层面进行新的博弈，以便建立新的均衡。

基于上述文献的启发，本文将构建更为基本的分析框架，将国内和地区

两个层次统一起来，进而以国别案例研究来验证，地区竞争与选举政治在

“债务陷阱外交”论扩散中的作用。

３４

①

②

③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　Ｂｊｏｌａ　ａｎｄ　Ｉｌａｎ　Ｍａｎｏｒ，“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Ｐｕｔｎａｍｓ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１，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３－３２；Ｃｌａｒａ　Ｗ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ａｎｄ　Ａｎｋｅ　Ｍｏｅｒｌａｎｄ，“（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ｗｏ－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６，Ｎｏ．３，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ｐｐ．５７６－５９３；Ｉｒｅｎｅ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Ｍｏｌｉｎａ，“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Ｌｉｖｉｎｇ：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ｕｎｉｓｉａ”，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２０１９，ｐｐ．３７６－４００．

Ｅｕｇéｎｉａ　ｄａ　Ｃｏｎｃｅｉ－Ｈｅｌｄｔ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Ａ．Ｍｅｌｌｏ，“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ｐｐ．１－
３３．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ａｍｂａｃｈ，“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ｓ　ａ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４８ｔｈ　ＩＳ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２００７，ｐｐ．１－１４；Ｖｉｃｋｉ　Ｍ．Ｂｉ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ｎａｎ　Ｔａｓ，“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Ｉ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ｌ．５４，２０１２，ｐｐ．９１－１０４；
Ａｉｄｉｎ　Ｆｅｒｄｏｗｓｉ，Ａｎｉｂａｌ　Ｓａｎｊａｂ，Ｗａｌｉｄ　Ｓａａｄ，ａｎｄ　Ｎａｒａｙａｎ　Ｂ．Ｍａｎｄａｙａｍ，“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ａｓ－Ｐｏｗ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Ｗｅｅｋ （ＫＷＳ），２０１７，ｐｐ．１８４－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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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举政治、发展战略调整与 “债务陷阱”

尽管将 “一带一路”等同于中国制造 “债务陷阱”有违事实，但确有部

分 “一带一路”东道国以债务负担沉重为由，调整甚至取消 “一带一路”相

关项目。同时，我们也都注意到出现类似情况的国家，国内多发生大选和执

政力量的更迭。选举带来的东道国执政团队更迭，往往导致公共政策的巨大

变化。鉴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债务危机”严重的国家数量较少，目

前还难以从定量上推断选举和 “债务陷阱”之间的相关性。但实证政治经济

学曾用 “政治预算周期”这一概念来概括发达民主国家政府更替对财政赤字

的影响，既有的研究表明，与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家为了取悦选民而增加开

支、减少税收不同，进入选举期的政府财政和债务安排有更复杂的考虑。例

如，有研究认为，政治家在临近选举时，比起不太明显的公共品投入，更愿

意选择更明显的公共品，因为后者更容易让选民看懂。关于在什么样的国家

更容易出现政治预算周期这一点，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早期观点认为比

例代表制要比多数制更容易出现政治预算周期。而挑战者则认为，政治预算

周期是否存在与投票规则无关，而与民主的新旧有关。在新民主国家，由于

选民对选举政治缺乏经验或者不具备足够的信息，政治家更容易对财政进行

操纵。① “一带一路”的债务多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大型基础设施相关，极

易引起各方关注，且国家负债增加极有可能削减政府未来在公共福利领域的

投入。因而，反对派在选举期间使用 “债务陷阱”攻击政府的 “一带一路”

政策符合既有的研究结果，加之相关贷款协议或处于保密状态，或极为专业

复杂，这又给了反对派进行议题操作的信息空间。

“一带一路”的成效既与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特点有关，又可能进一

步放大选举政治对东道国 “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首先，不同政治派别的

更迭，可能带动国家发展战略取向上的变动，尤其是 “一带一路”涉及项目

大都为建设与影响周期较长的大型基础设施，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

其次，关于政党政策与选举关系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选举过程中不发生执

政力量更迭，执政党出于争夺选票的考虑，同样有可能根据选举结果对自身

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② 随着 “一带一路”东道国进入选举周期，无论

４４

①

②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Ｐａｓｓａｌａｃｑｕａ，“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ｂｔ”，ｉｎ　Ｈａｒａｌｄ
Ｕｈｌｉｇ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Ｔａｙｌｏｒ，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６，ｐｐ．２５９９－２６５１．

Ｚｅｙｎｅｐ　Ｓｏｍｅｒ－Ｔｏｐｃｕ，“Ｔｉｍｅｌ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７１，Ｎｏ．１，２００９，ｐｐ．２３８－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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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政权更迭，竞选压力都有可能对东道国的 “一带一路”政策产生影

响。在选举期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往往依据 “身份”进行国内政治动

员。“身份”政治容易放大彼此的矛盾，使不同政治集团日益走向对立面。①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重大的国家政策往往与政党甚至领导人本人 “捆绑”。

政治对立程度而非政策本身的效果，成为新政府 “修正”上届政府政策的依

据，这也使得 “一带一路”更有可能成为东道国国内各派政治斗争的 “筹

码”与 “牺牲品”。因而，即使新的执政力量认可 “一带一路”对国家发展

的重要性，同样会对 “一带一路”进行某种形式的政策上的攻击，甚至进行

某些细节安排上的调整，以便将相关政策与前任政治力量进行 “切割”。尤

其需要注意的是，国家重大政策转变往往意味着新政府不再认可上一届政府

设立的发展战略，而更倾向于另起炉灶。那么，新政府的发展战略也将改变

建立在旧发展战略上的财政预算平衡，从而导致债务危机，与之相关的 “一

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也会受到影响。

（二）小国特性、地区竞争与 “债务陷阱外交”

在强调东道国国内选举对 “一带一路”的冲击时，我们发现东道国政策

的改变也受到地区政治环境的影响。东道国选举期对 “一带一路”政策的动

摇，往往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国家预算问题或发展战略调整，它涉及东道国对

外政策的选择，而 “一带一路”东道国多属中小国家，小国特性决定了其对

外政策要受其所处地区环境的影响。尽管从人口和地理面积看，有些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并非 “小国”，但在国际关系中多被归为小国，个别被归为

中等权力国家，对于中小国来说，自主性差，其对外行为更容易受到地区和

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上往往搞大国平衡。② 与大国相比，小国

更需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 “脆弱性”。③ 而且，小国在与大国互动时，

通常只能在追随与制衡之间进行选择，后者往往需要借助他国力量，或实施

５４

①

②

③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Ｉ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５１，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５０－５９；Ｍｕｎａ　Ｎｄｕｌｏ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Ｌｕｌｏ，“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Ｖｏｌ．５１，２０１０，ｐｐ．１５５－
１７１．

孙西辉、金灿荣：《小国的 “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 “平衡外交”》，《当代亚
太》，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７页。

韦民： 《小国概念：争论与选择》，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８３页；Ｓｅｖｅｒｒｉｒ
Ｓｔｅｉｎ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ｌｄｕｒ　Ｔｈｏｒｈａｌｌｓｓｏｎ，“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Ｓｔａｔ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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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政策。① 地区大国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应对措施，便在一定程度上

左右了东道国 “一带一路”政策的走向。

在美国对 “一带一路”的负面态度逐渐 “常量化”的情况下，地区秩序

对东道国 “一带一路”政策的选择尤为重要，而且新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

倡导的一个新思路是世界是由地区构成的。冷战时期，地区秩序只是全球竞

争和敌对关系的 “投影”，而冷战结束后，地区秩序与地区大国在国际关系

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均在上升。② 从政治层面看，地区主义的兴起和蓬勃发

展也是新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除政治因素之外，经济因素也是推动地

区地位上升的重要因素。广泛存在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跨国公司的地区

化是推动地区融合的动力。例如，已故跨国公司学者阿兰·鲁格曼曾提出，

跨国公司的经营事实上不是全球分布的，而是呈现出高度的区域集中特性。③

而 “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不可避免带有

地区特性，注重地区间的合作与竞争。④

“一带一路”的影响之所以能够超出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层面，引发地区

大国的反应，与其实施过程中的 “外部性”有关，也与大型基础设施自身特

性密切相关。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以 “五通”为主要内容，

而贸易和资金的 “经济通”是 “五通”的重要内容，经济要素 （包括资本、

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流动会在全球、地区与国家内部三个层面引发政治

结构的变动，而三个层面政治结构的变动同样会对经济要素的流动产生作用

力。⑤ 大型交通设施直接服务于经济要素的流动，可以对地缘政治与经济形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Ｓａｎｄｙａ　Ｇｕｎａｓｅｋａｒａ，“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Ａｓ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１，Ｎｏ．２８，２０１５，ｐｐ．２１２－
２２０；Ｍａｒｉａ　Ｎｉｌａｕｓ　Ｔａｒｐ　ａｎｄ　Ｊｅｎｓ　Ｏｌｅ　Ｂａｃｈ　Ｈａｎｓｅｎ，“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Ｈｏｗ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ｒｅｎａｓ”，ＤＩ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３：ＩＩ，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ａｎｉｓ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ｐｐ．１－２６。

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５９，Ｎｏ．４，２００７，

ｐ．６３１；Ｍｉｋａｅｌ　Ｗｉｇｅｌ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Ｎｅｏ－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Ｎｅｏ－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４，Ｎｏ．２，２０１５，

ｐ．１。
Ａｌａｎ　Ｍ．Ｒｕｇｍａｎ，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ＭＮ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缺位”与 “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８期。
王正毅：《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 “关联性”的分析》，《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６—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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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产生直接的影响。麦金德之所以认为俄罗斯陆地霸权逐渐取得相较于英国

海洋霸权的优势，正是基于沙俄在欧亚大陆内部大规模修筑铁路，这将大幅

度提升沙俄相较于英国的地缘优势。① 麦金德指出，铁路这样具有大运力的

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有助于人类通过压缩时间的方式克服空间对自身行为

的限制，进而影响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与安全格局，两者的结合将会改变国

家之间的博弈形势。② 设施联通恰是五通的纽带，而交通运输的互联互通是

基础，是优先领域。③ “一带一路”的实施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

区域交通网络，中国在地缘上兼顾海陆的潜在优势将被充分挖掘，相对周边

地区大国的地缘优势改善尤为明显。④ 依托基础设施建设的六条经济走廊，

不仅有助于东道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也将使沿线国家更好地分享中国的发

展成果，中国借此向东道国提供了 “发展”这一重要的公共产品。正是由于

各方预期 “一带一路”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因素对维持政府合法

性更加重要的当代社会，哪个国家提供了有利于增长的外部动力，就将在国

际竞争中赢得更多主动，由此围绕 “一带一路”的争论难免涉及地区竞争。⑤

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在客观上从地缘格局与公共产品两个领域，使中国

与地区大国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

因此，地区大国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独具一格、非同一般的角

色。⑥ 所谓的地区大国不仅在该区域内享有绝对的物质和影响优势，地区领

导地位也得到各方认可，并通过为地区内其他国家 “代言”和提供公共产品

的形式提升自身合法性，它们竭力维持自身在地区内部的地缘政治优势，试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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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６０—６３页。
交通对时空影响的分析范式，参见荣朝和：《交通—物流时间价值及其在经济时空分析中的

作用》，《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８期，第１３３—１４６页。
《设施联通提升空间巨大———２０１８年 “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单项报告之二》，北京大学 “一带

一路”数据分析平台，ｈｔｔｐ：／／ｙｄｙｌ．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ｘｗｄｔ／１３０４７７３．ｈｔｍ；《图解 “一带一路”： “五通”大
数据和大事记》，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

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１０期，第５７页。

“Ｗｉｌ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Ｄｅｂ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ｐｐ．８－３３．

林民旺：《“一带一路”与南亚地缘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８年；丁工：《地区大国或可
促进一带一路五通》，中国社会科学网，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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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挫败任何挑战其地区霸权的努力。① 一旦地区大国将地区内小国与域外大

国的互动视为对自身霸权的挑战，干预地区内小国的内政便成为地区大国维

护自身优势地位的政策选项之一，目标国国内选举引发国内稳定性下降，降

低了地区大国实施干预的成本，增加了地区大国采取干预政策的可能性。地

区大国可以大致分为帝国型、霸权型与领导型三种类型，分别对应强制 （胁

迫）、制度与引导三种类型的对外政策，三种类型地区大国的区分并非绝对，

不同的外交政策之间也存在交互使用的情况。② 三种政策对应着不同的 “一

带一路”政策，当地区大国从零和博弈视角审视这一现象时，则倾向于采取

反制措施，特别是干预沿线中小国家的发展战略，排斥地区内国家加入 “一

带一路”，最明显的借口则是将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指责为 “债务陷阱”

和 “债务陷阱外交”。

（三）分析框架与假设

从近些年有关 “债务陷阱”以及 “债务陷阱外交”论的发生情况来看，

既有本国的因素，也有地区环境的因素，特别是地区大国的干扰。从叙述便

利性角度出发，本文侧重从地区大国的干预来界定地区竞争关系。依据地区

大国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以及东道国国内是否发生选举，本文得到了图－１
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本文将地区大国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

和东道国国内政情大致分为六种情况。既有研究表明，国家的重要政治经济

决策虽受国际影响，变动的深度则由国内政治议程决定。③ 从这一角度出发，

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动是其调整对 “一带一路”政策的前提。依此本文

提出以下三个假设并加以检验，这三个假设的前提均建立在东道国发生政治

势力更迭的基础上。

８４

①

②

③

Ｄｅｔｌｅｆ　Ｎｏｌｔｅ，“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６，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８８１－９０１；Ｏｌｕｓｏｌａ　Ｏｇｕｎｎｕｂｉ，“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７，Ｎｏ．７，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５；Ｐｈｉｌｉｐ　Ｎｅｌ　ａｎｄ　Ｄｅｔｌｅｆ　Ｎｏｌｔ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６，Ｎｏ．４，
２０１０，ｐｐ．８７７－８７９．

Ｓａｎｄｒａ　Ｄｅｓｔｒａｄ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Ｅｍｐｉｒ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６，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９０３－９３０．

Ｄｏｙｌｅ　Ｄａｖｉ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Ｄｉ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３０，Ｎｏ．３，２０１０，ｐｐ．２９１－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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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本分析框架

　　假设１：当地区大国对华友好，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即便东道国国内

发生选举，或执政力量更迭，所谓具有 “民族主义”或 “反华”倾向的政治

人物上台，但由于地区层面缺乏对 “一带一路”的替代选项，东道国对 “一

带一路”的政策依然具有稳定性。此外，在这一假设中，我们还认为，如果

一个区域内存在明显的地区敌对关系，而且某个地区大国对 “一带一路”持

抵制态度，那么另一个地区大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 “一带一路”，在与 “一

带一路”相关的债务问题上也将保持政策连贯性。由于从长期角度审视 “一

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各方对 “一带一路”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共同

的期待，“债务危机”通常是可控的。

假设２：当地区内某个大国敌视 “一带一路”时，便会对东道国国内政

治活动进行积极干预，东道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

国地区关系在东道国国内的 “投影”。而且，地区大国往往提出替代 “一带

一路”基建项目的新项目，使得东道国新政府具有重新选择的可能性。在这

样的情况下，竞选中反对派的相关政策宣示更有可能转变为国家政策，因

而，东道国国内执政力量的更迭会对 “一带一路”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干

扰，这就动摇了对 “一带一路”的长期性视角，容易产生债务纠纷，也容易

被炒作产生 “债务陷阱”。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这种炒作的有效性也取

决于各方如何评估中国的目标，在远距离地区，那种指责中国地缘政治目标

的说法不容易取信于人。

假设３：当东道国所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明确的地区内大国，东道国国

内政治活动将成为影响其 “一带一路”政策取向的关键因素。若东道国国内

执政力量稳定，则国家在 “一带一路”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具有相对稳定性。

但当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明显对立时，执政力量的更迭会对 “一带一路”

在东道国的推进产生阶段性干扰， “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何时回归正轨，取

决于新的执政力量何时完成对 “旧”执政力量的 “清算”，“第三方”因素在

整个过程中成为东道国国内政治活动的 “因变量”而非 “自变量”。在这种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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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与否往往与国内政治经济十分相关，特别是某一

行业的特性和具体区域的政治经济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些区域，只要关注

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选区，那么债务问题也将变得总体可控。

四、案例分析：双层博弈的视角

本文重点选择泰国、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

等国，依照地区大国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分成三组，并利用双层博弈框架

所提出的要点进行案例分析，进一步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之所以这样操

作，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六国均举行大选 （泰国是政变），

反对派也纷纷在大选期间从 “债务”角度攻击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反对

派掌权后以 “债务”为由修改原合作计划，但从债务角度难以解释六国行为

的变化。图－２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泰国与马来西亚的债务负担率相对稳

定，分别维持在４２％和５５％左右，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

的债务负担率都出现了明显上升，但中国与蒙巴两国的合作并没有受到严重

冲击，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的负债率总体上也与蒙巴处于同一水平。

图－２　六国债务负担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资料来源：ＩＭＦ数据库。

考虑到中国也是当前地区环境中的重要变量，对于地区环境而言中国的

地缘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因地理空间对国家权力投射的影响随距离

长远而减弱，为进一步探究政治因素在 “债务陷阱”概念发展中的作用，本

文在每组案例分析之后，也将适度分析 “一带一路”远距离沿线国家。

（一）地区大国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成为蒙古国具有支配地位的意识形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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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又放大了其影响，民族主义因素必然会投射在蒙古

的对外关系中。① 巴特图勒嘎利用蒙古国内不断高涨的民粹主义情绪，竞选

时多次发表资源民族主义言论，把自身塑造为 “全民利益卫士”。② 早在２０１４
年接受电视采访时，巴特图勒嘎就明确表示，“（蒙古）资源将在４０到５０年

内开采完，到那时蒙古人肯定会与中国人发生冲突。”③２０１７年７月，巴特图

勒嘎赢得蒙古国总统大选，立刻有舆论认为这是对中国蒙古政策的一次 “警

告”。④ 但涉及具体经济发展议题时，巴特图勒嘎又回到谋求对华合作的立

场，如表示支持从塔班陶勒盖 （Ｔａｖａｎ　Ｔｏｌｇｏｉ）煤矿建设通往中国铁路的计

划，称赞中国 “一带一路”泛亚基础设施的倡议，而且整个项目的轨距将采

用中国的标准轨，而非蒙古现行的宽轨。⑤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蒙古国外长访华时

表示，“蒙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⑥

巴特图勒嘎的 “转变”与蒙古内外政治环境有关。巴特图勒嘎与前总统

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同属民主党成员，二者在２０１７年蒙古总统大选中

避免了正面冲突，中蒙两国的 “一带一路”既有合作项目属于巴特图勒嘎可

资利用的政治遗产，这抑制了新政府改变国家政策的政治动机。在对外政策

上，蒙古国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便提出 “第三邻国”的思想。⑦ 但 “陆锁国”的

现实决定了蒙古难以摆脱中俄的影响。在经济领域，２０１８年，中国占蒙古外

贸总额的７１．２１％。⑧ 在能源与安全供给上，蒙古国更是几乎完全依赖俄罗

斯，蒙古油气资源的９０％以上和武器进口的８０％以上来自俄罗斯。⑨ 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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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效峰：《冷战后蒙古国的 “多支点”外交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２
期，第１３４页。

毕波：《２０１７年蒙古总统大选与政局走向》，《当代世界》，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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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ｅ　２５，２０１７．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Ｘａｎｔｈｏｓ，“Ｗｉｌｌ　ａ　Ｂａｔｔｕｌｇａ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ａ　Ｓｈｉｒ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Ｊｕｌｙ　４，２０１７．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ｓ　Ｓｈｅｎｈｕａ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Ｒａｉｌ　Ｌｉｎｋ　ｆｒｏ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Ｒｅｕ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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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Ｊｕｌｙ　８，２０１７．

《中蒙两国外长发表联合新闻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
李大军、张建平、王辛： 《蒙古国 “多支点”外交政策及其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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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领域，蒙古对中俄的绝对依赖，使蒙古对外政策只能在中俄之间做选

择，长期以来，蒙古一直试图通过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平衡中国。２０１４年，

蒙古国提出 “草原之路”战略，既是呼应 “一带一路”，更是对俄罗斯远东

地区发展战略的配合。① 巴特图勒嘎总统又持明显的 “亲俄”立场，中俄关

系将极大影响蒙古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②

进入２１世纪后，中俄关系持续升温。２００４年，中俄两国签署 《中俄国

界东段补充协定》，确定了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边界实现了从 “陈兵百

万”到 “互不设防”。③ 在中亚、远东和北极等地区战略事务上，中俄积极协

调合作，双边关系朝着积极共赢的方向发展。④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中俄两国

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

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俄关系的定位与发展日益具

有全球意义。⑤ 良好的双边关系构成了俄罗斯积极参与 “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的政治基础。在蒙古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上，俄罗斯更多扮演领导

型地区大国的角色，使用 “引导”的方式施加影响，积极参与中蒙俄三方合

作。从２０１５年起，中蒙俄三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科技研发、运输、能源等

领域的合作便有条不紊地推进，并愿意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各方合作。⑥

巴基斯坦自身便是南亚地区大国之一，其政策变化颇能说明地区竞争关

系的影响力。巴基斯坦在２０１８年７月举行的大选中同样实现了政府换届，

巴现总理伊姆兰·汗在上台前曾公开质疑巴基斯坦能否从 “一带一路”的合

作中获益。⑦ 伊姆兰·汗所属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甚至曾将中巴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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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效峰：《冷战后蒙古国的 “多支点”外交及其影响》，第１２３页；华倩：《“一带一路”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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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琛、孙健： 《中俄边界：从 “陈兵百万”到 “互不设防”》，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网站，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
Ｐａｕｌ　Ｓｔｒｏｎｓｋｉ，“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２０１８．
《中俄元首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新华网，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王政淇：《为啥说中俄关系进入 “新时代”，七份文件告诉你》，人民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

相关报道参见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Ｋａｈａｌｔｍａａｇｉｉｎ
Ｂａｔｔｕｌｇ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Ｊｕｎｅ　９，２０１８； “Ｐｕｔ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ｉｌ，Ｇａ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ＴＡＳ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Ｊｕｎｅ　９，２０１８。

Ｅｍｉｌｙ　Ｓｃｈｍａｌｌ，“Ａｓｉ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ｓ　Ｍａｙ　Ｆｉｎｄ　Ａｎｔｉ－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Ｖｏｗ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Ｋｅｅｐ”，ＡＰ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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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当代的东印度公司，但伊姆兰·汗上台后明确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是

巴基斯坦的绝佳机会，它将巴基斯坦连接到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市场之

一。”① 巴官方人士更坚决回击将 “一带一路”视作 “债务陷阱”的言论。巴

前驻 ＷＴＯ代表曼佐尔·艾哈迈德博士在媒体上公开撰文回应 “债务陷阱”

的言论，指出目前巴基斯坦的还款压力并非来自中国，２０１７年，巴基斯坦的

还本付息总额为５０亿美元，其中只有５亿美元、约１０％流向中国。② 针对自

身的债务问题，巴财政部长阿萨德·奥马尔明确表示， “巴基斯坦肯定存在

债务问题，但没有中国债务问题”，坚决否认中国在实施 “债务外交”。③

巴基斯坦内外环境同样限制了伊姆兰·汗的政策选择空间。伊姆兰·汗

的当选并没有打破巴基斯坦内部权力结构，２００８年以来军方避免直接干预政

治，但依然发挥重要影响，军方在２０１４年８月国内政局危机与２０１８年选举

过程中表达了对伊姆兰·汗的支持。④２０１８年７月巴基斯坦执政力量更迭，

更多是军方改变国内政治盟友。在外部，中巴关系稳定兼具经济与政治意

义，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财年，中巴贸易与投资分别占巴基斯坦贸易总额的１６．４％、

吸引外资总额的５７．３％，连续４年成为巴最大贸易伙伴、连续５年排名巴第

一大外资来源国，并形成较好的梯度互补，可对巴基斯坦经济结构升级起到

良好的推动作用。⑤

在地缘政治方面，除中国外，巴基斯坦还与印度、阿富汗和伊朗接壤，

但巴基斯坦与这三个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战略分歧。⑥ 自１９５１年两国正式

建交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各集团在稳定对华关系问题上拥有高度共识。⑦ 冷

战结束后，中巴两国关系更是进入全面合作、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巴历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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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达：《巴基斯坦政局动荡及其前景分析》，《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１５

页；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Ｊａｆｆｒｅｌｏｔ，“Ｉｍｒａｎ　Ｋｈａｎ，ｔｈｅ　Ａｒｍｙｓ　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２０１８。
相关数据与报道，参见 《２０１７年中巴双边经贸合作简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

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刘锦前：《浅析美国 “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新战略》， 《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

期，第 ３８—４３ 页；Ｓｈａｍｉｌ　Ｓｈａｍｓ，“Ｕｎｈａｐｐ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Ｉｎｄｉａ，Ｉｒａｎ　Ｗａｒｙ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Ｄ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１７。

Ｊａｍａｌ　Ａｆｒｉｄｉ　ａｎｄ　Ｊａｙｓｈｒｅｅ　Ｂａｊｏｒｉａ，“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ｕｌｙ
６，２０１０；Ｌｉｓａ　Ｃｕｒｌｉ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Ｍａｙ　２６，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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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均用 “基石”一词表述中巴关系。① 从巴基斯坦角度考虑，与中国建立稳

定关系符合巴基斯坦的战略利益，即平衡印度的影响力。从一定意义上说，

正是基于对印度的防范，使得巴基斯坦更加重视 “一带一路”。

位于欧亚大陆西端的黑山等东欧各国与蒙巴两国情况相似，同样被视作

陷入 “债务陷阱”之中，且面临基础设施落后、经济规模小、外贸逆差严重

等问题。黑山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合作相对顺利，这与其内外政治环境有

关。②１９９０年至今，虽经历多次选举，但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 “垄断”总

统、总理等要职，内部政治架构高度稳定，这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延续，面对

外界 “债务陷阱”的指责，黑山政要纷纷表达了对两国合作的支持，以及相

关项目对黑山的战略意义。③ 在地区层面，中欧虽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有

分歧，但并不存在直接的地缘矛盾，且欧盟将 “一带一路”视作加深中欧关

系的契机，德法英等传统欧洲大国政要对 “一带一路”也总体认可。④ 德国

等国虽担心中国借助 “一带一路”分裂欧盟，但应对措施相对温和，２０１９年

４月２６日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表示，希望欧盟通过集体形式签署 “一带

一路”合作备忘录。⑤ 德国的倡议具有明显的霸权型地区大国特征，借助制

度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包装为集体利益，并未干预地区国家在 “一带一路”问

题上的具体政策。

（二）地区大国消极对待 “一带一路”

２０１７年，印度的人口、军费开支与 ＧＤＰ分别占南亚⑥次大陆总量的

７５％、７９％与７９％，相对于南亚其他国家呈现出绝对的力量优势。⑦ 印度独

立后便在南亚推行 “印度主义” （Ｉｎｄｉ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即印度是南亚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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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页。

黑山经济状况，参见 “黑山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黑山大使馆网站，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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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Ｓ），Ｊｕｎｅ　５，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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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Ｍａｒｃｈ　２９，２０１９．

南亚包括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八个成员国：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
卡、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文中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Ｄａｔａ　Ｂａｎｋ），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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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保证人，并有权对四邻采取干涉政策。①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推进，

地区权力结构从 “单极体系”变为 “两强”，大国关系成为区域合作能否顺

利推进的关键。② 除１９６２年边界冲突的历史问题，中印在边境划界、 “藏

独”、中国与南亚国家双边关系升级以及 “珍珠链战略”等问题上都存在矛

盾，背后是中印两国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的严重分歧。③ 印度官方、学

界和媒体在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之初，便将其看作中国推进自身战略

目标的手段，并认为会损害印度利益。④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２０１６年明确

表示，“互联互通与战略利益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⑤ 中印在全球层面的

竞争与美日等第三方因素的涉入，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２０１７年５月，印

度与日本在第５２届非洲发展银行年会上联合推出了 “亚非增长走廊”

（ＡＡＣＧ）计划，试图建立一条 “海上走廊”联通亚洲与非洲，内容和地理覆

盖范围与 “一带一路”存在重合。⑥ 印日两国从未公开宣称 “亚非增长走廊”

是对 “一带一路”的 “替代”，但有印度媒体认为在债务可持续性方面，“亚

非增长走廊”优于 “一带一路”，该政策也引起了部分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

关注。⑦

在南亚，印度为干扰 “一带一路”，不惜直接干预目标国内政，具有帝

国型地区大国特征。２０１５年总统大选前夕，斯里兰卡政府以干预选举为由，

驱逐印度在斯里兰卡的情报人员，马尔代夫反对派更在２０１８年初直接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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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干涉。① 当时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反对派的共同点是，在竞选期间纷纷

对本国政府的 “一带一路”政策持批评意见。② 斯里兰卡现任总统迈特里帕

拉·西里塞纳在竞选前后，多次攻击前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与中国的

经济合作涉嫌腐败，致国家背负沉重债务，２０１５年１月上台后以反腐和环保

评估等为由暂停和取消部分项目。③２０１８年９月大选前，马尔代夫反对派表

示担忧国家有可能陷入 “债务陷阱”，要审查两国在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方面的投资条款。④ 马尔代夫总统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赢得２０１８年９
月的总统大选，在１１月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联合新闻声明中没有直

接提及中国，但表示 “纯粹出于政治考虑的大型项目沉重打击了国家财政”。⑤

马尔代夫与斯里兰卡领导人的更迭带动了国家发展政策取向的变化。马

尔代夫前总统阿卜杜拉·亚明认为，国家需要通过发展应对环境和气候的挑

战，计划将整个国家的人口向首都马累等几个大岛集中，其余岛屿大力发展

旅游业，甚至考虑出售给沙特等外国资本。⑥ 这样 “集约式”的发展思路，

带来对诸如中马友谊大桥这样大型基础设施的需求。⑦ 萨利赫在发展思路上

更倾向于环保问题，大型基础设施对马尔代夫的经济与社会意义随之下降。⑧

２００９年，斯里兰卡结束了长达２７年的内战，拉贾帕克萨政府希望以港口、机

场、道路网络、电力、电信通讯、供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重点，将斯

里兰卡建设成为区域航空、投资、商业、能源和知识轴心，成为 “连接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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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

方、富有全球战略意义的经济中心”。① 但由于面临政府军在内战中违反人权

行为的指责，以及战后民族和解问题上的分歧，拉贾帕克萨政府难以通过西

方和印度获得发展资金，中国的借贷资金成为斯里兰卡发展的唯一选择。②

２０１５年总统大选带动斯里兰卡国家重点发展空间的调整。西里塞纳与拉贾帕

克萨虽同属斯里兰卡自由党，但出生在斯里兰卡东部省份，属于斯里兰卡

“非传统精英”，在少数民族与乡村人口中拥有较高的支持率，而这两大群体

大都位于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地区，这也是其当选后施政的重点地区。③

印度利用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新政府改变国家发展战略的契机，通过提

供援助与优惠贷款等方式，诱导其背离原 “一带一路”政策。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７日，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和印度储备银行在新德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斯里

兰卡获得１１亿美元。④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以货币互换和优

惠信贷的形式向马尔代夫提供１４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萨利赫表示两国要在

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领域进一步合作。⑤２０１９年６月８日和９日，莫迪在其

连任后的首次出访中，对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进行了短暂的访问，被认为是

应对中国在南亚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的一部分。⑥ 由于发展需求、印度援助减

少，以及泰米尔人问题对印斯关系的干扰，⑦ 斯里兰卡政府随后恢复了部分

“一带一路”项目。但在重启的过程中，印度在其中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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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Ｓｅｅｋ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Ｌｉｎｇｅｒ”，Ｄ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２０１８；“Ｉｎｄｉ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ｉｄ　ｔｏ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Ｓｅｅｓ　Ｄｉｐ”，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Ａｐｒｉｌ　５，２０１７；Ｓａｎｄｒａ　Ｄｅｓｔｒａｄｉ，“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５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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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印度对中国投资的担忧与反对，斯里兰卡政府一再修改科伦坡港口

城中有关中方对港口部分土地 “永久产权”的规定。① 斯里兰卡北部长期以

来深受印度影响，中国目前在斯里兰卡投资的汉班托塔开发区、科伦坡港口

城和普特拉姆煤电站等项目，都主要集中于该国首都和南部。② 随着中斯两

国在该国北部合作的展开，印度的 “反制”力度和 “敌意”都在增加， “一

带一路”在斯里兰卡实施的难度也随之上升。２０１８年４月，斯里兰卡政府更

宣布取消与中国公司签订的原计划在北部贾夫纳 （Ｊａｆｆｎａ）建造４万套住房的

项目，改由印度公司承担。③

随着中国与东道国地理空间阻隔的增加， “一带一路”潜在的政治含义

也随之下降，地区大国 “反制”措施中的强制性和资源投入力度随之下降，

“一带一路”在这些区域的进展更多取决于中国的资源投入，因而债务问题

的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传统的南太平洋地区大国。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中澳、中新在 “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合作和战略对接就已经开始，中澳两国更在２０１２年签订了在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的备忘录，但出于对避免在中美之间 “选边站”和对

中国地缘影响上升的担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至今尚未签订 “一带一路”倡

议合作谅解备忘录。④ 在舆论层面，澳大利亚的表态也充满了这种矛盾性。

在Ｇ２０大阪峰会前夕，斯科特·莫里森总理表示担忧 “一带一路”在该地的

投资，但欢迎 “一带一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⑤ 因此，澳大利亚对 “一带

一路”的反制主要针对安全度敏感性较高的项目，对 “民事项目”较少涉

足，如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计划 “排挤”中国，联合开发马努斯岛的

联合海军基地，并提供海底电缆建设、２０亿澳元的基础设施融资机制等 “一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ａｄｅ　Ｓｈｅｐａｒｄ，“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ｓ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Ｐｏｒｔ　Ｃｉｔｙ：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ｓ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ｈｏｗｄｏｗｎ”，Ｆｏｒｂ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２０１６．

Ｎｉｌａｎｔｈｉ　Ｓａｍａｒａｎａｙａｋｅ，“Ｉｎｄｉａｓ　Ｋｅｙ　ｔｏ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Ｍａｒｃｈ　３１，２０１５；《斯里兰卡现 “两个总理”危机，中印 “龙象之争”忧虑再起》，ＢＢＣ中
文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

Ｓｕｄｈａ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Ｉｔｓ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８；Ｓｈｉｈａｒ　Ａｎｅｅｚ，“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３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ｅａｌ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Ｍｓ　Ｉｎｄｉａ　Ｖｉｓｉｔ”，
Ｒｅｕｔｅｒ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２０１８．

沈予加：《澳大利亚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８
期，第８７—９８页；孙君键：《澳大利亚与 “海丝”倡议的对接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第４９—５６页；邢瑞利：《“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进展、挑战及应对》，《边界与
海洋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９２—１０７页。

Ｂｅｎ　Ｐａｃｋｈａｍ，“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Ｂａｃｋｓ　Ｍｏｖｅ　ｔｏ　Ｈｅａｄ　ｏｆｆ‘Ｄｅｂｔ　Ｔｒａｐ’”，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１９．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

带一路”替代项目。①

（三）国内政局变动干扰 “一带一路”

东南亚国家长期利用处于大国矛盾边缘地带的 “机遇”，在不同大国之
间保持中立，并引导地区事务，出现 “小马拉大车”的状况。② 但２００８年

后，中美关系对立性上升，奥巴马政府 “再平衡”战略和加入ＴＰＰ谈判，都

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 “选边站”的压力。③２０１６年特朗普上台后这

种情况尤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１８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希

望中美能 “共创双赢”，代表了东南亚领导人避免 “选边站”的期望。④ 苏哈

托时期印度尼西亚一度成为公认的东盟领导者，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随

着苏哈托下台以及东帝汶独立，印尼的国家政策逐渐趋于内向，对东盟的领

导力受到相当的削弱。由于缺乏明显的地区内大国，事态发展最终还要服从

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 “一带一路”问题上的态度

转变即充分体现出以上特点。

２００６年泰国总理他信在军方政变中被迫下台，他信势力与泰国军方之间

的斗争成为主导泰国政坛的矛盾。中泰高铁合作由英拉政府开启，反他信阵

营指责他信的妹妹、时任泰国总理英拉在 “大米换高铁”中存在腐败行为，

并使国家公共债务达到 “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⑤２０１４年３月，泰国宪法法

院裁定，政府６２０亿美元建设高速铁路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计划违宪，必

须结束。⑥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宣布发动军事政变，８月

２５日，泰国国王正式任命巴育为总理。随着泰国政局稳定，巴育政府经济发

展与举行大选的压力陡增，２０１４年泰国ＧＤＰ的增长率仅为０．９８％，这是巴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Ｍｕｒｐｈｙ，“Ｓｃｏｔ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３ｂｎ　ｉ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１８；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ｏ　Ｓｐｅｎｄ　Ｂｉｌｌ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ＤＷ，Ａｕｇｕｓｔ　１１，２０１８．

相关研究参见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７—１５页；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
用的再认识》，《外交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９—１５页。

刘若楠：《应对南海危机：东盟 “自我修复”的措施及限度》，《外交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第２６页；《ＡＰＥＣ专家解读：化解困局，包容共赢》，新华网，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９日。

李显龙演讲内容，参见 《李显龙：望中美能共创双赢》，《联合早报》，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
潘远洋：《机会与挑战并存———泰国高铁前景分析》， 《东南亚之窗》，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

５８—５９页；“Ｃｏｕｒｔ　Ｄｅａｌｓ　Ｂｌｏｗ　ｔｏ　Ｔｈ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Ｈａｌｔｉｎｇ＄６２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ａｉ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Ｍａｒｃｈ　１２，２０１４；“Ｔｈａｉ　ＰＭ　Ｙｉｎｇｌｕｃｋ　Ｐｒｏｂｅｄ　ｏｖｅｒ‘Ｃｏｒｒｕｐｔ　Ｒｉｃｅ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Ｓｃｈｅｍｅ’”，ＢＢＣ，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６，２０１６．

“Ｃｏｕｒｔ　Ｄｅａｌｓ　Ｂｌｏｗ　ｔｏ　Ｔｈ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Ｈａｌｔｉｎｇ＄６２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ａｉ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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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府转变中泰铁路项目立场的重要原因。①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８日，泰国驻华大

使馆商务公使庄派吉表示，对于因泰国政局变动而停滞的 “大米换高铁”计

划，中泰两国政府也在寻求其他渠道，使之更具操作性。②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８
日，泰国内阁当天通过一项中国投资泰国铁路的合作项目，１２月２３日，李

克强总理与巴育共同见证 《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 《中泰农产品贸易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中泰高铁项目重新恢复。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在泰国呵叻府巴冲县正式开工。事实上，巴育政

府在高铁对泰国发展意义的认知上可能更甚于英拉政府，其已将高铁建设计

划写入２０年国家战略 （２０１７—２０３６），分三期，总共１２４８公里。④ 可见，巴

育与英拉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高铁或 “一带一路”本身。

“一带一路”同样成为马来西亚国内各派政治斗争的筹码。马来西亚政

治强人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带领希望联盟，在２０１８年５月大选中击败长期

执政的巫统。竞选期间，纳吉布政府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项目，如东海岸铁路

项目成为马哈蒂尔攻击的目标之一。⑤ 东海岸铁路属于 “泛亚铁路”的一部

分，而 “泛亚铁路”是马哈蒂尔在１９９５年首次提出的。⑥ 上台后，马哈蒂尔

以无力偿还债务为由，取消 “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的项目，并将中国在

“一带一路”中的行为比作 “帝国主义”。⑦２０１８年５月选举之后，巫统大量

重要成员纷纷出走，马来西亚国内政局渐趋稳定。民众对希望联盟未能实现

竞选诺言日益不满，２０１９年初的金马伦、士毛月等议席补选中，希望联盟输

给了巫统。⑧ 马当局在 “一带一路”和相关中资项目上的态度出现了微妙变

化。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马哈蒂尔成为第一位确认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家领袖，２月１９日，马外交部长赛夫丁表示中马两国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Ｙｏｏｎ　Ａｈ　Ｏｈ，“Ｐｏｗｅ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ｏｉｎｔ：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５，Ｎｏ．４，Ｍａｙ　１６，２０１８，ｐｐ．５３０－５５２．

《泰国通过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打造旅游黄金线路》，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李克强会见泰国总理巴育：共同建好中泰铁路》，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
《泰国计划到２０３６年修建逾２５００公里高铁》，新华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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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Ａｐｒｉｌ　９，２０１８；Ｌｉｚ　Ｌｅ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Ｗｅｎ，“Ｂｉｌｌｉｏｎｓ　Ｈｉｎｇｅ　ｏ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Ｍａｈａｔｈｉｒｓ　Ｂｉｄ
ｔｏ　Ｗｏ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Ｒｅｕｔｅｒｓ，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２０１８．

苏俊翔：《马哈迪突然重提 “泛亚铁路”计划》，《联合早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９日。
Ｊｏｈｎ　Ｐｏｍｆｒｅｔ，“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ｂｔ　Ｔｒａｐ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ａ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７，２０１８．
《马哈迪：巫伊合作导致希盟士毛月败选，另一原因是不满没兑现大选承诺》，《联合早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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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海岸铁路项目的相关谈判进入 “最后一英里”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①４月

１２日，中马双方就重启东海岸铁路项目重新达成协议，同月１９日，马来西

亚总 理办公室甚至宣布恢复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止的大马城项 目 （Ｂａｎｄａ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马哈蒂尔给予该项目极高的评价，认为 “它将成为全球枢纽，进

一步吸引全球金融、技术和创业公司。”②

巴育和马哈蒂尔上台后都曾出访日本寻求合作机会以 “平衡”中国，并

收到一定效果。③ 但日本等第三方势力并没有干涉泰国与马来西亚内政，同

时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相关事态中，日本更多是基于商业考虑，并未完全应

允两国的要求。④ 这是由日本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决定的，日本从未在政治

上获得对东南亚的绝对影响力，同时，日本也在调整对 “一带一路”的态

度。外界一再渲染中日两国在东南亚的竞争，⑤ 包括印度都试图借助日本
“制衡”中国。但从２０１７年开始，日本政商学各界对待 “一带一路”的看法

不仅日趋正面，中日两国更表示愿意推动两国在 “第三国合作”。⑥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哈迪４月应邀访华，出席 “一带一路”论坛》， 《联合早报》，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Ａｎｉｓａｈ
Ｓｈｕｋ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ｕｒａｄｈａ　Ｒａｇｈｕ，“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Ｎｅａｒｓ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Ｒｅｖｉｖｅ＄２０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ａｉｌ”，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２０１９．

Ａｄｉｂ　Ｐｏｖｅｒａ，“Ｄｒ　Ｍ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Ｂａｎｄａ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ｄ”，Ｎｅｗ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０１９．

日本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相关合作的报道，参见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ａｉ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Ｌｉｎｋ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Ｍａｙ　１３，２０１５；Ａｍｏｒｎｒａｔ　Ｍａｈｉｔｔｈｉ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Ｐａｔｓａｒａ　Ｊｉｋｋｈａｍ，“Ｊａｐａｎ　Ａｇｒｅ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ｓ
Ａ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ｌ　Ｌｉｎｋｓ”，Ｂａｎｇｋｏｋ　Ｐｏｓｔ，Ｍａｙ　１２，２０１５；Ｒｅｉｊｉ　Ｙｏｓｈｉｄａ，“Ｊａｐａｎ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Ｈｅｌｐ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Ｔａｃｋｌ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ｂｅ　Ｔｅｌｌ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Ｍａｈａｔｈｉｒ　Ｍｏｈａｍａｄ”，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８；Ｈａｓｈｉｎｉ　Ｋａｖｉｓｈｔｒｉ　Ｋａｎｎａｎ，“Ｍｓｉａ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Ｎｅ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Ｎｅｗ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４，２０１９。

相关报道参见邓开平：《马国向日本要求提供低息贷款》， 《联合早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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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ｓｈｋｋａ　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Ｊａｐａｎ，Ｎｏｔ　Ｃｈｉｎａ，Ｍａｙ　Ｂｅ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Ａｓｉ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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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３３３１，Ａｕｇｕｓｔ　９，２０１８，ｐ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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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１８；Ｍｉａｏ　Ｗａｎｇ，“Ｗｈｙ　Ｊａｐ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１８；松井望美、西村大辅、久木良太：《日中首脑会
谈首相称 “协助一带一路”，对朝态度存在差异》，朝日新闻中文网，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Ｈｉｄｅｏ
Ｔａｍｕｒａ，“Ｊａｐａｎ－Ｃｈｉｎａ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Ｓｗａｐ　Ｄｅａｌ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ｒｕ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Ｕ．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Ｊａｐａｎ
Ｆｏｒｗａｒｄ，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９，２０１８；“Ｊａｐ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Ｇｌｏｂａｌ　Ｊａｐａｎ；Ｔａｔｓｕｙａ
Ｇｏｔｏ，“Ｊａｐａｎ　Ｓｅｅｋｓ　Ｇ－２０Ｐｕｓｈ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ｅｂｔ”，Ｎｉｋｋｅｉ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１８；王可佳：《“一带一路”：中日合作新平台》，新华网，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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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南亚相比，中非合作更加集中在经济民生领域。非洲缺乏真正意义

上的地区大国， “一带一路”并未触发非洲地缘政治结构的强力反弹。从既

有文献看，非洲国家基本反对西方的 “债务陷阱外交”论。① “债务陷阱”能

否干扰中非合作，关键在于非洲国家内部政治结构是否稳定，外部影响相对

微弱，而与中国存在密切经济合作关系的国家大多保持国内政治架构稳定。

在非洲国家中，中国的贷款占其国家公共债务半数或以上的，包括吉布提、

赞比亚和刚果共和国。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自１９９９年担任吉布提总统

至今，爱国阵线和刚果劳动党同样在两国长期执政，两国国内存在将中国贷

款视为 “债务陷阱”的言论，但皆系国内边缘政治人物的选举造势行为。执

政团队的延续有利于非洲国家 “一带一路”政策的稳定，但表面稳定的背后

可能是深层次矛盾的抑而不发，２０１９年长期执政的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领导人

都遭遇军方政变而被迫下台，且后者国内局势迟迟难以稳定，同年６月埃塞

俄比亚也爆出未遂政变新闻。② 中国在推行 “一带一路”过程中，有必要对

类似情况加以重视，拓展 “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减轻东道国国内权力结

构变动对其 “一带一路”政策的冲击。

五、结　　论

“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同时也是中国给国际社会

提供的合作平台，在多方参与时各国的认知和步调并不一致。围绕 “一带一

路”出现的 “债务陷阱”和 “债务陷阱外交”两种说法，既有共同点，也有

不同。本文的分析表明，主权国家的债务问题可以说古已有之，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均曾陷入不同程度的债务危机，学术界的研究也相对充分。但学

术界对 “债务陷阱”的研究并不充足，更多是在经验意义上对 “债务陷阱”

的门槛和经济逻辑有一定的判断。因此，债务、债务风险、债务危机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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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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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　Ｓａｙｓ　Ａｌｇｅｒｉａ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ｓ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ｉｇｎ”，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Ｍａｒｃｈ　３１，２０１９；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ｏｐ　Ｓｕｄａｎ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Ｗａｒ”，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Ｊｕｎｅ　１５，２０１９；《埃塞俄比亚发生未遂兵变，军
队参谋长遭枪击身亡》，新华网，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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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等概念虽然都是在讨论债务问题，但程度是不同的。总体而言， “一带

一路”沿线若干国家的确面临着债务危机的风险，但远没有到 “债务陷阱”

的程度，更不用说作为整体上的 “一带一路”陷入了 “债务陷阱”。进而言

之，由于对债务的结构和程度等缺乏严谨的分析，指责中国通过让东道国负

债进而控制东道国的所谓 “债务陷阱外交”论，无疑是充满了异域情调的

想象。

在 “债务陷阱外交”概念发展与传播过程中，美国智库、媒体与官员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本文分析表明， “债务陷阱外交”论之所以成为一些国家

攻击 “一带一路”的工具，也与东道国所处地区和本身既有权力结构的运行

逻辑有关。本文借鉴研究债务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以及双层博弈模型对国

际力量和国内力量的互动分析，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和国内选举的新框架，

从动态角度分析东道国和地区环境互动情况下东道国债务问题的政治影响机

制。本文发现，执政力量的更迭对东道国原有权力结构造成冲击，有可能带

动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大型基础设施与地缘政治格局的联系，

又使地区大国在审视 “一带一路”时难以摆脱地区竞争考量，从而促使地区

大国干预地区内国家的 “一带一路”政策，某些地区大国甚至为个别国家的

反对派提供替代性方案，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内中小国家改变发展战略，甚至

故意拿 “债务”抹黑中国的动力。不过，本文的讨论也表明，随着 “一带一

路”地理空间的延伸，各方对 “一带一路”的政治敏感性明显下降，地区竞

争烈度趋弱，“一带一路”也可以避免进入 “债务陷阱”的话语体系，而更

多依赖对具体行业和个案领域的评估。这也是为何 “债务陷阱”等话题在中

国周边地区颇为盛行，而在非洲地区缺乏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债务问题的确是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

临的挑战之一。虽然这种挑战并非始于中国，而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借债发展

的结果，但中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大规模投资正在积聚新的力量，而这

种力量的运用却受制于多种因素。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为沿线国家输送了

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这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急需的。但我们也应当承

认，中国企业与政府在推动 “一带一路”过程中，偏重与东道国政府层面的

合作，相对而言不太重视社会层面的力量，特别是不太重视政党政治的运

作。对于沿线国家的反对派来说，中国与现政府签署的项目往往被用来攻击

现政府，以调动选民资源，获取政权。这个逻辑实际上与西方国家的选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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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存在共性，在话语传播上容易获得西方舆论支持。因此，中国企业要充分

重视所在国的舆论环境与国际舆论场的互动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存在大量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基础

薄弱、产业部门单一、财政能力脆弱， “一带一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客观

上确实对东道国产生了经济压力。诸如高铁这样的项目一旦建成，如出现低

利用率的情况，无论采取何种融资形式，都会构成东道国政府的长期财政负

担。面对一些国家对 “一带一路”的责难，中国应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

的博弈，合理区分债务风险的来源。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能

否推动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东道国能否制定正确的发展

战略，但也与中国能否充分考虑东道国当地需求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的

企业善于灵活应对，更紧密地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由于 “一带一路”是一项国际合作平台，很多参与方从多边角度考虑中

外合作。中国不少在当地进行项目建设的机构，多数时候只是从双边角度考

虑问题，至多考虑一下中美博弈加剧这个不利因素，却不太了解东道国所处

的地区环境以及该国的国际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除了体系层次的因素，

地区因素也是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重要变量。中国应正视 “一带一

路”对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塑效应，努力争取地区大国内部力量对

“一带一路”的支持，特别是尽可能降低其对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影响的

担忧。目前，我们提出了 “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个创造性概念，有助于减缓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效应，化解 “债务陷阱”之类的不实指责和潜在

风险。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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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ｍ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ｈａｖ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Ｗｈ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Ｗａｓ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１９２０—１９２７）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１９５３—１９６０）

ＬＩＵ　Ｂｏ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ｕｒｓｕ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ｉｔｓ

ⅳ


